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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持政策、进口国市场需求对欧盟可再生

能源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侯伟丽，李思敏，刘　星

摘　要：本文使用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间的面板数据，建立考虑多边阻力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定量分析了欧盟

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对其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欧盟在风电和光伏产业

实施的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支持政策强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促进风电产品出口

增加５．６９％，光伏产品出口增加２．２０％。在风电产业中影响是显著且长期持续的；在光伏产业中影响显著，

但政策实施后４到５年即在统计上变得没有意义。进口国的市场需求对风电产品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对光伏产品出口影响不显著。考虑到国际市场竞争，本文将中国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强度作为门槛变量，

发现在风电产业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中国对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强度高于门槛值后，欧盟支持政策

对其风电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大幅下降，在光伏产业则不存在门槛效应。技术性质和市场结构不同是造成两

个产业研究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欧盟的经验对我国制定支持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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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环境问题正变得更加复杂，单纯着眼于污染治理减排越来越无法应
对这些问题，人们认识到必须将环境问题的解决纳入到经济规划和发展政策中进行综合决策。

ＯＥＣＤ提出了 “绿色增长”的概念，强调经济增长要以确保自然资产能够持续为人类幸福提供各种
资源和环境服务为基础，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中的提高就业、技术创新以及提高产业竞争力保持
一致［１］（Ｐ３－４）。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能减少温室气体和许多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可再生
能源产业也是技术创新、吸纳就业、增加产出的重要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实现绿色增长
的重要途径。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全球已在绿色能源上投资了２．９万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８年，全球可再
生能源产业为１　１００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为１６．４％，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２６．２％［２］。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支持政策，其典型代表是欧盟。１９９０

—３０１—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0.04.009



年以来，欧盟将 “环境保护”提升为能源政策的三大目标之一，开始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希望
将其培养为新增长引擎，实现环境和经济目标的 “双赢”。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期间，欧盟颁布了 《可再
生能源电力指令》、《生物燃料指令》等，针对可再生能源中的电力和生物燃料制定了具体目标和计
划，并要求各成员国立法实施。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欧盟制定了 《可再生能源指令》等综合性的战略，
要求各国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再生能源国家行动计划，可再生能源目标逐渐由指导性变为强制
性。２０１０年至今，欧盟进一步制定了 《２０５０能源路线图》、《２０３０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一个
有远见的气候变化政策弹性能源联盟框架战略》、《“全欧洲清洁能源”一揽子计划》等综合战略计
划。在这些指令和战略计划的引导下，各国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占
比和绿色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支持政策体系，取得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先优势。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欧盟能源总消费逐年缓慢下降，但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为４．３７％，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
由４．３３％增加到１２．９１％，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由１２．６３％增加到２９．８６％［３］。但这些支持政策
并不是 “免费的午餐”，欧盟许多支持政策以财政补贴、收费等形式实现，不仅会对政府其他支出
产生挤出效应，也会加大经济部门和消费者的能源成本。特别是近年来欧盟各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用户对于电价上涨的承受能力也相应下降，民众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持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
疑和反对，一些国家甚至因此爆发了社会骚乱。那么，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实施支持政策？支持政策
付出成本后是否获得了预期的收益？如果其他国家也实施了支持政策，是否会对本国的政策收益带
来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政策进行量化的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其实施效果。
本文选取欧盟各国中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国为研究对象，从出口角度对其可再生能源支

持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四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对
支持政策强度的出口效应进行检验；第五部分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查中国相关支持政策是否
影响欧盟支持政策的出口效应；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支持政策能在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促进幼稚产业成长上起重要作
用。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使目标产业经历了由供给不足到规模化发展的
转变，促进了这些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的腾飞，成为产业政策的成功典型［４］［５］。但是也有一
些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甚至无效的，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包
括产业政策在内的任何政府干预都会扭曲效率，甚至会阻碍产业发展［６］［７］。虽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
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但目前对产业政策的效应仍未达成一致认知。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产业成
为许多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不少国内外研究对这一产业的支持政策进行了讨论。
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结合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政策实践进行案例分

析。例如，Ｌａｎｇｎｉｓｓ［８］、Ｂｉｒｄ等［９］分别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发现美国联邦以及各州对可再生能源的
财政激励计划等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部署会产生影响；Ｇａｎ等［１０］通过比较德国、荷兰、瑞典和
美国的绿色电力政策制定以及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发现所考查的政策工具无法对新技术的长期发
展提供激励，因此，无论是政策执行能力还是政策工具的选择都需要改进；Ｌｉａｏ等［１１］发现可再生
能源政策中促进生产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激励与补贴有效，认为政府应通过减少传统化石能源补贴、
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等措施提高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竞争力。第二，由于数据可得性提升，近十年来
一些研究通过选取不同的指标与模型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产业中政府支持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

响。例如，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等［１２］使用２５个ＯＥＣＤ国家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的面板数据，以技术创新来表征产
业发展，发现了政府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产业专利申请数据的推动作用；Ｄｏｎｇ［１３］使用美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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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印度、德国、西班牙等５３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在促进
风电容量开发方面的相对有效性；Ｚｈａｏ等［１４］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间１２２个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用ＰＰＭＬ方法评估了可再生电力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促进作用。第三，在技术进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国内支持政策可能会增强可再
生能源设备制造商的竞争优势并促进出口，一些学者检验了政府支持政策与产业出口的关系。例
如，Ｃａｏ等［１５］考察了中国光伏和风电产业出口的驱动因素，发现增加政府公共研发支出尤其是省
级政府公共研发支出能够促进对外贸易；Ｇｒｏｂａ［１６］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２１个ＯＥＣＤ国家的面板数
据，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发现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贸易壁垒对光伏技术出口的影响。
国内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是非量化的政策分析。例如，韩超［１７］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结合新能

源产业发展态势，分析了新能源产业中支持政策的内在逻辑以及未来支持政策调整的优化建议；周
亚虹等［１８］通过构建基于新型产业特征的企业行为反应模型，讨论了促进生产和补贴需求的作用，
发现政府补助只在产业起步阶段为新能源产业提供盈利优势，建议产业扩张后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
转向激励原始创新和需求培育的方向；王思聪［１９］梳理了光伏产业发展和政府产业政策改革过程，
分析了２０１８年发电补贴政策对光伏装机量和增长速度、光伏上网电价、弃光现象以及国家能源转
型的影响。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傅京燕等［２０］发现政府支持政策对太阳能行业的出口深度有显
著影响；何凌云等［２１］测算了环境不确定性和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发现前者
显著抑制投资，后者对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上述文献从多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持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但这些文献大

多针对单一国家或地区，没有考虑进口国的市场环境；多以可再生能源总体或光伏产业为分析对
象，对风电产业的分析较少；缺乏对商业竞争对手策略影响的考虑。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
一研究主题做出边际贡献：（１）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间的数据分析，在贸易伙伴的选取上涵盖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分析产业包括风电和光伏产业，使研究覆盖更全面；（２）将
进口国的市场需求、中国的支持政策纳入分析，力求减少聚集偏差，增强实证模型的解释力。

三、计量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引力模型是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定量分析的基础性工具，不仅适用于商品贸易分析，还可

用于服务贸易、移民、技术扩散等问题的分析。该模型的基本结构是两国间的贸易量与两国的经济
规模正相关，与两国间的距离负相关，这里的距离可以广义地理解为贸易成本以及存在的贸易壁垒
等阻碍国家之间贸易的因素。在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引力模型还可以引入新变量进行扩展。除人
口、基础文化、语言、宗教、边界、殖民经历等因素外，东道国政治风险、腐败和制度政策等越来
越多可能促进或者阻碍国家贸易的因素被引入扩展的引力模型［２２］［２３］。我国学者研究贸易问题时也
会在不违反经济学理论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引入相关因素，对引力模型进行扩
展［２４］［２５］［２６］［２７］。经典引力模型的基本式为：

Ｔｉｊｔ ＝α０Ｙα１ｉｔＹα
２
ｊｔＤ

α３
ｉｊεｉｊｔ （１）

其中，Ｙ 表示贸易国的经济规模，通常用名义ＧＤＰ表示；Ｄ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变量，通常
包括地理距离、边界、语言、宗教、殖民等变量；ｉ、ｊ为贸易国变量，ｔ为时间变量。由于本研究
的重点关注变量是产业支持政策，因此，在经典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衡量政府支持政策的指标构建实
证检验模型。
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同时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两国间的贸易流量不仅与两国间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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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 （双边阻力）有关，还与双边贸易成本和本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成本相比较的水平 （多边阻
力）相关［２８］［２９］。考虑到多边阻力，本文用进口国、出口国和时间固定效应来估计，构建实证检验
模型如下：

ｌｎ（ｔｒａ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ｌｎ（ｄｉｓｉｊ）＋β４Ｇｉｊｔ＋β５ｌｎ（ｄｅｍｊｔ）＋β６ｐｏｌｉ，ｔ－３＋ｃｉ
＋ｃｊ＋ｃｔ＋εｉｊｔ （２）

其中，ｔｒａｉｊｔ为第ｔ年ｉ国向ｊ国的出口额；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分别为出口国ｉ国、进口国ｊ国第ｔ年
的名义ＧＤＰ；ｄｉｓｉｊ为ｉ国和ｊ国以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Ｇｉｊｔ为ｉ国和ｊ国两国之间除了地理距离之
外的语言ｌａｎ、边界ｃｏｎ以及殖民ｃｏｌ等虚拟变量；ｄｅｍｊｔ衡量进口国的需求；ｐｏｌｉｔ衡量政府支持政
策强度；ｃｉ和ｃｊ分别为出口国、进口国的固定效应，用来表示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属性；ｃｔ 为时
间固定效应，用来表示共同的外部冲击对国家的影响；εｉｊｔ为误差项。

（二）样本说明和变量解释
１．样本说明。为了解风电和光伏产品出口受支持政策的影响，同时减少聚集偏差，本文使用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 ＨＳ编码梳理出这两个产业的贸易数据，对其分别进行检验。考虑到联合国贸
易数据库中 ＨＳ编码对应的组件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同时也可用于其他产业，本文参考Ｊｈａ［３０］提
出的方法，选择最有可能包含可再生能源供应技术的产品类别。风电产业选取类别为塔 （７３０８２０）、
叶片 （８４１２９０）和发动机 （８５０１６４、８５０２３１、８５０３００）部分。光伏产业选取类别为光伏电池
（８５４１４０）和逆变器 （８５０４４０）部分。在欧盟国家中，综合考虑到产业发展状况、贸易代表性以及
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芬兰、法国、德国等１６到１８个国家为贸易出口
国①。这些国家对外出口风电和光伏产品的比例占欧盟整体的８０％以上②。选取澳大利亚、加拿大、
瑞士、中国、美国等国家作为欧盟各国的贸易伙伴国。这些国家是欧盟对外出口风电和光伏产品的
前２０名。交易国样本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交易国列表

产业分类 出口国 进口国 时间区域

光伏产业 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丹麦、

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卢

森堡、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中国、哥斯达黎加、

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马来西

亚、挪威、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乌克兰、

美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风电产业 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丹麦、

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

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

瑞典、英国

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瑞士、智利、中

国、埃及、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摩洛

哥、墨西哥、挪威、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

土耳其、乌克兰、美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本文需要研究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是支持政策强度。一

般地，可用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种方法衡量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强度［３１］。投入导向法着眼于为支
持可再生能源政策所付出的努力，如公共研发支出、上网电价优惠和补贴等。投入导向法适合分析
单一政策工具，但现实中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政策种类多样，既包括上网电价优惠、税收优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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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欧盟部分国家由于数据残缺程度较严重而从样本中剔除，包括比利时、塞浦路斯、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希腊、

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

由作者利用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统计得出。



发补贴等，也有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比例要求、政府采购中可再生能源优先中标的规定等。这些
政策大多难以货币化和加总，此时可考虑从政策的产出效果入手量化支持政策强度。Ｂｅｅｒｓ最先采
取这种方法测度环境政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此后被Ｓａｗｈｎｅｙ等［３２］许多学者沿用。由于欧盟各国
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种类多样，实施时间以及实际执行力度差异很大，投入成本数据难以得到，且
不具有直接可比性，本文选择产出导向法，选取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该国电力部门总容量的比例
来衡量政策强度，其计算公式为：

ｐｏｌｉｔ＝
第ｔ年出口国光伏发电 （风电）装机容量
第ｔ年出口国电力部门总容量

考虑到政策效果往往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使用ｐｏｌｉｔ滞后三期的数据进行回归，同时尝
试不同的滞后期来研究时间的影响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为避免因测量误差导致的偏误，对ｐｏｌｉｔ
使用最小阈值，光伏发电与风电都采用０．０１％的阈值①。

（２）考虑到进口国对可再生能源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影响交易国的进出口决策与数量，本文参考

Ｋｕｉｋ等［３３］的方法计算进口国需求：

Ｄｅｍｊｔ＝Ｋｔ－Ｋｔ－１＋θＫｔ－１
其中，Ｋｔ表示进口国第ｔ年的装机总容量，θＫｔ－１表示维护和更换旧装置，其中θ是维护和更

换的速度。为了避免因测量误差导致的偏误，使用最小需求阈值 （Ｄｍｉｎ）。在光伏发电和风电中，

Ｄｍｉｎ、θ分别为２．５ＭＷ／０．２５％和５ＭＷ／０．５％②。

３．变量与描述性统计。各变量的解释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ｌｎｔｒａ 光伏产品出口量 ５　２０２　 １２．５１ 　４．５８９　７　 ０　 ２０．６９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风电产品出口量 ７　０４０　 １１．８８　 ５．１８３　６　 ０　 ２０．９９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ｌｎｇｄｐ 进口国名义ＧＤＰ　 ４４０　 ２６．８６　 １．４６２　７　 ２４．１７　 ３０．６０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出口国名义ＧＤＰ　 ３５２　 ２６．６７　 １．３４３　３　 ２３．０４　 ２８．９９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ｌｎｄｉｓ 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 ３２０　 ８．５５　 ０．９１０　３　 ６．０１　 ９．８８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

进口国风电产品需求 ４４０　 ３．６３　 ２．３１４　７　 １．６１　 １０．３４ 各国年度风电装机量来源于

ＧＷＥＣ

ｌｎｄｅｍ 进口国光伏产品需求 ２８９　 ３．３１　 ２．６１８　４　 ０．９２　 １０．８８ 各国年度光伏装机量来源于

ＩＲＥＮＡ

ｐｏｌ 出口国风电政策强度 ３５２　 ０．０４７　７　０．０７１　７　 ０．０００　１　０．３５８　２ 年度装机量来源同上，各出

口国电力部门总容量来源于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出口国光伏政策强度 ３０６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１９８　１ 数据来源同上

ｐｏｌｃ 中国光伏政策强度 １３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１　８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７３　６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风电政策强度 １８　 ０．０３１　９　０．０３３　７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９２　１ 中国统计年鉴

（三）贸易量零值问题及处理方法
当两国间无贸易量时，会出现双方贸易流量零值，无法进行对数处理。一般地，有三种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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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０．０１％是一个极低的比例，采用这个阈值是为了排除因数据小数部分的保留位数不足造成的０值，减少偏误。

在实践中，维护和更换速度难以测量，此处采用估计的数据，改变此数据不会改变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以处理零值取对数问题：（１）直接剔除零贸易样本；（２）将原始数据加１再取对数，作为近似替代
以保留零观测值；（３）以水平值而非对数作为因变量［３４］。如果零值由随机统计误差引起，第一种
方法并不会造成估计有偏，但如果零贸易的出现并非随机，该方法可能因未充分利用数据所反映的
信息而造成样本选择偏误。第二种方法完全是经验主义的，没有对零贸易的产生过程做任何假设。
第三种方法则存在模型设定偏误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贸易零值问题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解决办法。在
实践中，被学者运用较多的方法主要有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方法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

Ｓｉｌｖａ等［３５］提出的ＰＰＭＬ方法估计过程中不需要对因变量Ｙ 取对数，可以保留原始的贸易流量
数值，这样便解决了零值取对数后部分数据信息缺失的难题，可以有效规避贸易零值和异方差导致
的估计结果偏差问题。Ｈｅｌｐｍａｎ等［３６］认为贸易零值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行为结果，一国
的出口厂商在向不同国家出口时会面临不同的固定成本，它们会有选择地对部分国家进行出口，是
否出口与出口规模大小的决策不是独立的，因此可以通过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解决零值问题。比较
而言，ＰＰＭＬ方法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虽然都能有效处理贸易零值问题，但后者能为贸易零值提
供经济解释，更适合本文的分析。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使用两阶段估计法，其中第一阶段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选择方程估算出口概
率，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计算的逆米尔斯比率代入行为方程进行估算。
第一阶段：（选择方程）

ｔｒａ＿Ｄ＝α０＋α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α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α３ｌｎ（ｄｉｓｉｊ）＋α４ｌｎ（ｄｅｍｊｔ）＋α５ｐｏｌｉ，ｔ－３＋α６Ｇｉｊｔ＋ξｉｊｔ
（３）

第二阶段：（行为方程）

ｌｎ（ｔｒａ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ｌｎ（ｄｉｓｉｊ）＋β４ｌｎ（ｄｅｍｊｔ）＋β５ｐｏｌｉ，ｔ－３＋β６λｉｊｔ
＋ｃｉ＋ｃｊ＋ｃｔ＋εｉｊｔ （４）

在选择方程中，ｔｒａ＿Ｄ是一个表示两国是否发生了贸易的虚拟变量，当贸易量不为零时取１，
贸易量为零时取０。在行为方程中，λｉｊｔ被称为逆米尔斯比率，若λｉｊｔ系数显著，则说明存在样本选
择问题，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是有效的，可以得到一致估计。此外，选择方程的自变量个数要
大于行为方程自变量个数，这个多出来的变量被称为 “排除变量”或者 “排除性约束条件”。对排
除变量的选择要求是，它对贸易概率存在影响，但是跟行为方程的残差没有关系。参考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的建议，本文选取除了地理距离之外的地理变量 （共同语言、边界、殖民）作为排除变量。

四、实证检验

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逆米尔斯比率变量均显著不为零，表明
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是有效的。为了进一步研究政策实施时间的影响并检验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使用ｐｏｌｉｔ不同的滞后期进行估计，此处主要关注政府支持政策强度ｐｏｌｉｔ的系数大小以
及显著性变化，结果如表４所示。
综合表３和表４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一致，可见，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

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欧盟风电和光伏产业产品出口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变量ｐｏｌ的系数在选择方程和行为方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欧

盟在风电和光伏产业的支持政策提高了产品出口的概率并有效促进了产品出口，但对风电和光伏产
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差异性，风电的支持政策对出口的促进更大。纳入不同滞后期得出的结果
显示，支持政策促进风电产品出口的估计结果一直很稳健，风电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在五年
内得以保持；而在光伏产业中，政府的支持政策在４到５年后即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表明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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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风电产业与光伏产业的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Ｗｉｎｄ选择方程 Ｗｉｎｄ行为方程 Ｓｏｌａｒ　ＰＶ选择方程 Ｓｏｌａｒ　ＰＶ行为方程

ｐｏｌｉｔ １．６１４　１＊＊＊ ５．６９２　６＊＊＊ １０．９０５　４＊＊＊ ２．２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５）

ｌｎｄｅｍｊｔ ０．０４８　４＊＊＊ ０．１２８　９＊＊＊ ０．０３６　１　 ０．０１７　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０） （０．４５３）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５．７５２　６＊＊＊ ３．５５３　７＊ ６．４９８　３＊＊＊ ７．５６６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ｌｎｇｄｐｊｔ ２．４８４　２＊＊＊ ２．８５３　０＊＊ ４．２７７　６＊＊＊ ０．６０５　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２）

ｌｎｄｉｓｉｊ －０．３３１　６＊＊＊ －１．７６１　９＊＊＊ －０．５８３　１＊＊＊ －１．１６１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进口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出口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　０４０　 ５　２０２
ｌａｍｂｄａ －０．８３２　０＊＊＊ －１．６９３　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　政府政策实施时间的影响检验

ｐｏｌｉ，ｔ－１ ｐｏｌｉ，ｔ－２ ｐｏｌｉ，ｔ－３ ｐｏｌｉ，ｔ－４ ｐｏｌｉ，ｔ－５

Ｗｉｎｄ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４．８５６　４＊＊＊ ５．２１９　９＊＊＊ ５．６９２　６＊＊＊ ５．４２７　９＊＊＊ ５．１７７　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ｏｌａｒ　ＰＶ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３．０２０　１＊＊＊ ２．９１３　３＊＊＊ ２．２００　８＊ ０．７４８　４ －０．６１６　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５） （０．５１１） （０．６３５）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政策对风电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是显著且长期持续的，而对光伏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显著但较短
暂①。

对风电和光伏产业，变量ｌｎｄｅｍ的系数呈现不同的特征。其中，风电产品的出口受到进口国需
求的显著正向影响，当一国内部需求增加时，能相应导致欧盟国家的出口增加，表明欧盟国家的风
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而光伏产业的ｌｎｄｅｍ系数不显著，说明光伏产品的出口与进口
国需求无显著关系。其他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系数的方向都符合经济预期，但显著水平在两
个产业间有差异。出口国ＧＤＰ对本国风电和光伏产品的出口概率和规模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
口国ＧＤＰ的影响在风电产业中显著为正，而在光伏产业中不具有显著性。两国之间的距离变量对
出口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风电产品贸易对距离的敏感度 （－１．７６）高于光伏产品贸易对距离
的敏感度 （－１．１６）。

本文在分析了风电和光伏产业的技术特点后，认为造成两者检验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二者
的技术性质和市场结构差异。风电产业链主要包括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和风电运营商，其核
心设备风力涡轮机是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沉淀，通过产品创新加强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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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笔者分析了８期滞后的情景，受篇幅限制只在表４展示了５期，在其后３期风电产业的效应仍是显著的，而
光伏产业不再显著。



力，技术门槛高，先行企业一旦取得了领先优势，其他企业难以赶超，产业的集中度较高。据

ＧＷＥＣ的数据计算，２０１９年全球风机制造业的ＣＲ４达到５８．５％，ＣＲ８达到８０．７％，是极高寡占
型市场［３７］。光伏产业链的上游为硅料、硅片环节，中游为电池片、电池组件环节，下游为应用系
统环节。这一产业的快速发展源于２００４年德国出台ＥＧＧ法案，之后许多欧盟国家大力补贴支持光
伏发电产业，受国际市场刺激，上游硅料价格暴涨，刺激了中上游产业链的扩张。这些部门的技术
门槛低，建设周期短，资源投入强度大且资金密集，产品的可复制性强、价格透明、竞争激烈，先
行企业维持领先优势的难度较大，产业的集中度较低。基于上述差异，政府的支持政策能更好地促
进优势风电企业做大做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技术性质和市场结构的差异也使得当进口国
的市场扩大时，在光伏产业的招投标中更易出现低价竞争，导致欧盟的光伏产品容易被其他国家所
替代，因此，进口国的市场需求对光伏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风电产品中风力涡轮机
尺寸大、吨位高，相应的运输成本较高，而ＰＶ板相比而言运输成本低，因此，风电产品出口对距
离的敏感度更高。

五、中国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冲击分析

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国颁布了 《可再生能源法》，并出台了对可再生能源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实施
上网电价和税收优惠、强制性市场配额和并网接入等支持政策。这促进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进入
加速发展期，并在国际市场上与欧盟展开竞争。作为对中国竞争压力的回应，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期间，
欧盟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进行了 “双反”调查并采取了制裁措施。可见，作为国际市场上的博弈
方，中欧在可再生能源产业上的支持政策及其效应是互相影响的。为了分析中国的支持政策对欧盟
支持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计算了中国支持政策强度ｐｏｌｃｔ，并将其纳入模型，检验其是否产生门
槛效应。
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３８］提供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选取中国对风电和光伏产业的支持政策作为门槛变

量，构建如下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ｌｎ（ｔｒａ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ｌｎ（ｄｅｍｊｔ）＋β４ｐｏｌｉ，ｔ－３（ｐｏｌｃｔ≤η）

＋β５ｐｏｌｉ，ｔ－３（ｐｏｌｃｔ＞η）＋εｉｊｔ （５）
其中，ｐｏｌｃｔ为门槛变量，η是门槛值，ｐｏｌｉｔ为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面板门槛模型估计

首先要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若存在门槛效应，则确定具体门槛值，并估计不同门槛区间下的参
数值。表５的检验结果显示，在风电产业，欧盟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具有门槛效应；而在光伏产
业，单一门槛检验结果的ｐ值大于０．１，表明不存在门槛效应。

表５　门槛效应检验

变量 门槛数 Ｆ值 Ｐ值 １０％ ５％ １％ ＢＳ次数

ｐｏｌｃ风电 单一门槛 ３２．９５＊＊ ０．０１２　０　 １５．４８１　４　 ２０．２１５　６　 ３３．３１９　６　 ５００
双重门槛 １５．５５　 ０．１２８　０　 ２０．８６５　２　 ２９．９９５　４　 ４６．４２１　２　 ５００
三重门槛 ２．４９　 ０．７６６　０　 １０．８０４　３　 １３．３１０　７　 １９．６３２　７　 ５００

ｐｏｌｃ光伏 单一门槛 ５．２２　 ０．３２０　０　 ７．９３０　０　 ９．８８８　１　 １４．０２９　０　 ５００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ＢＳ次数是指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反复抽样的次数。

进一步考察在风电产业中，欧盟支持政策在不同门槛区间下对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如表６所
示。由表６可知，在风电产业，欧盟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中国对
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强度小于０．００１　３时，欧盟支持政策对该地风电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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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２５　６，而当中国对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强度大于０．００１　３时，欧盟支持政策对该地风电产品出口
的促进作用为９．４９３　５，其促进作用减弱。

表６　风电产业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ｇｄｐｉｔ ｌｎｇｄｐｊｔ ｌｎｄｅｍｊｔ ｐｏｌｉ，ｔ－３ （ｐｏｌｃ≤０．００１　３） Ｐｏｌｉ，ｔ－３ （ｐｏｌｃ＞０．００１　３） 常数项

系数 ２．０９７　３　 ０．４３９　５＊ ０．０８４　６＊＊ ２５．８２５　６＊＊＊ ９．４９３　５＊＊＊ －５６．６３７　８＊＊＊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检验结果，风电产业存在单一门槛，而光伏产业没有检测出门槛效应。出现这一结果可能
与两个产业的技术和市场特点有关。风电产业的技术门槛高，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在这一产
业发展前期，欧盟企业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其支持政策对该地风电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明显。中
国的支持政策较弱时，虽然能促进本国风电产业发展，但对欧盟风电产业的影响不大。当中国对风
电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到一定门槛之上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产生了明显的规模效
应，使得企业能通过规模扩张降低成本，并有效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使中国企业形成了相对于欧
盟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对欧盟风电产业支持政策出口效应的 “阻击”
作用更明显。ＢＰ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间欧盟风电装机容量的年增长率为１２．２％，而同
期中国为４４．３％，２０１８年全球前１０位风机制造商中有４家来自中国。中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发展对
欧盟风电产品出口带来的冲击是导致欧盟政策促进作用减弱的直接因素。
而光伏产业，特别是光伏产业链的中上游环节的进入门槛较低。２００７年国际市场硅料价格大

涨，次年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中国推出了４万亿的基建投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
府纷纷将光伏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随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导致各地涌现出大批
光伏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于生产链的中上游，技术含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互相压价进
行竞争。这种低价竞争很快导致了光伏产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国际市场硅料价格暴跌，大批企业破
产倒闭。因此，虽然我国的光伏产业与风电产业一样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光伏产业并没有因此
实现整体技术水平的升级。所以，中国光伏产业支持政策力度增加对欧盟光伏产业支持政策的出口
效应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不会表现出门槛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欧盟风电和光伏产业为研究对象，使用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欧盟主要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国
的数据，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分析了欧盟各国的支持政策以及进口国的国内市
场需求对欧盟风电和光伏产品出口的影响，之后以中国的支持政策为门槛变量，检验了中国的支持
政策对欧盟风电和光伏产品出口的冲击。研究的主要发现有：（１）欧盟在风电和光伏产业实施的支
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支持政策强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促进风电产品出口
增加５．６９％，光伏产品出口增加２．２０％。在风电产业中这种影响是显著且长期持续的，而在光伏
产业中影响是显著但短暂的，政策实施后４到５年即在统计上变得没有意义。（２）在风电产业中，
进口国的市场需求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光伏产业中影响不显著。（３）受中国支持政策
的影响，在风电产业中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中国对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强度高于门槛值
后，欧盟支持政策对其风电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大幅下降，在光伏产业中则不存在门槛效应。两个
产业的技术性质和市场结构差异是造成政策影响差异的重要原因。
综上，支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使得欧盟在这一领域取得领

先优势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进而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最大、比重最高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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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竞争者出现，欧盟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趋于减弱。可再生能源产业
也是我国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欧盟的经验对我国制定支持政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支持政策是促进新兴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实际操作中，有多种具体的

支持政策可供选择。上网电价补贴是我国以往对风电和光伏产业的主要支持政策，对促进这两个行
业的迅速扩张、积累行业特定的人力资本、提高研发能力、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提供了巨大支
持，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财政负担加重、补贴政策难以为继等问题。面对这种困境，我国可参考
欧盟国家实施的多样化支持政策，调整政策目标，从直接补贴供给方的产出转向补贴需求端和支持
技术研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过度投资和浪费。
其次，支持政策对不同产业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相比于光伏产业，对

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能产生更显著和持久的作用。产业的技术特征以及市场集中度差异等可能是产
生这种异质性的原因。在发展的初期，支持政策能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支持政策的作用下，
风电产业能形成拥有核心技术、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而光伏产业却出现了企业的过度进入，
大量企业普遍亏损甚至依靠补贴都难以维持。此时继续实施原有的支持政策不仅会加大财政压力，
还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奖优罚劣的作用，不利于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和长远健康发展。因此，政
府不仅仅在制定支持政策时需要研究评估预期效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要不断监测和评估政策的
实施效果，分行业进行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根据其变化调整支持政策的内容和力度。
最后，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受与他国博弈的影响，本国支持政策的效应是变化的。本文

分析显示，欧盟支持政策的效应受中国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政策会削弱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实
际上，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光伏和风电产业国际市场份额的变化显示，我国对光伏和风电产业的支
持政策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但也因此引发了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和报复。因此，政
府在制定和评估支持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市场变化和竞争对手的反应，做出策略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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